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与路径机制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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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数字化转型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数字化又在改变着农业企业，领先农业企业的创新实践，提供了丰富广泛研究案例资料。因此，研究基于扎根理论选取15家数字化转型领先的农业企业，探究其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并构建影响因素TOE模型，进一步沉浸于企业真实案例，从横向要素协同和纵向动态演进两方面比较归纳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机制。研究表明：①技术维度（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技术跃迁）、组织维度（组织基础要素、组织管理跃迁）、环境维度（外部宏观环境、内部微观环境）是影响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②案例横向比较，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大致分为技术驱动组织环境协同型、组织驱动技术环境协同型、环境驱动技术组织协同型；案例纵向比较，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经历了试点（局部试点、补短优化）、扩展（平台扩展、跃迁变革）、整合（资源整合、数字农业）三个阶段。加速以农业企业为核心，带动农业上下游全产业链，以期为我国农业企业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借鉴经验和指引，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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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Exploratory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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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digitalization is changing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is providing rich and extensive research cases. Therefore, the study selects 15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s the TOE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urther immerses itself in real cases of enterprises, and compares and summarizes the path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wo aspects: horizontal factor coordination and vertical dynamic evolu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① Technical dimension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transition),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 (organizational basic elements,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ransition),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 (external macro environment, internal micro environment) a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② The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cases show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echnology driven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collaboration, organization driven technology environment collaboration, and environment driven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collaboration; The case vertical comparison show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pilot (partial pilot, complement and optimization), expansion (platform expansion,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digital agriculture). Accelerate to take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s the core and drive the whole agricultural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al chai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experience and guidance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effect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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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为现代化经济体制建设开创了新的模式与路径[1]。农业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基础的第一产业，其数字化转型是符合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趋势[2]，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是实现农业高质量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进一步的深度融合，为传统农业数字化转型增添了新动能[4]，精准农业、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农业4.0等成为农业产业化新形式[5]。数字化重新定义农业行业价值，改变农业产业链价值创造与价值捕获，同时影响农业企业模式变革，价值创造与价值捕获也越来越多的通过主体运营实现[6]。农业企业作为农业产业链的主体，无论是占领技术制高点还是打造农业数字化产业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农业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之路。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以数字要素为基础，重构商业模式的过程，其数字能力的构建是在资源基础之上进行资源编排和动态演化中进行的[7-8]。研究显示，在涉及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工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占比较多，农业企业相对较少[9]，部分农业企业仍处于观望之中。随着“互联网+”现代农业、数字乡村战略、“十四五”规划等战略实施，数字要素投入呈现快速起步态势[10]，加快了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领先农业企业的创新实践，为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丰富广泛的案例资料。基于此，提出两个基本问题，影响我国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农业企业是如何探索开展的数字化转型之路？研究有必要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及其路径机制进行全面系统的探索研究，以期为我国农业企业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借鉴经验和指引，加速以农业企业为核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优化产业协同和区域协同，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文献回顾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现状
企业数字化转型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受多因素影响。①苏敬勤等[7]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进行资源编排演化的过程。韦影和宗小云[8]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动态适应的过程。龚雅娴[11]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运用数字技术改善全方位活动的过程，将其分为改善生产经营、企业入链、企业入云三个方面。并且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与产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非线性的关系，数字化转型成效并不是立竿见影，而是呈现倒U型，最终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12]。②与此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受多前因因素的影响，企业自身知识密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自身创新与并购创新产生影响[13]，吴非等[14]基于实证研究探究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作用。王春英和陈红民[15]从外部政策引领和内部企业自身升级两个方面分析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陈庆江等[16]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行为互动存在显著同群效应，受资源基础、市场竞争、环境不确定性影响显著。随着技术与实体融合，进一步整合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受用户价值主导和替代式竞争影响企业内部管理变革[17]，受企业动态能力影响进行解构、重塑、协同影响商业模式创新，推进数字化转型[18-20]，受营商环境影响转型概率与深度[21]，受底层技术应用和技术实践应用影响其他行业内企业存在溢出效应[22]，各种影响要素之间的不匹配均会导致转型的失败。
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是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的影响上，缺乏影响因素探究。①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企业作为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较高的主体，是现代化经营体系建设的领导者，数字化带动农业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农业企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业企业带动技术等优质资源要素引入，领导农业+物联网产业，引导融合发展新业态[23]。互联网背景下，“智慧农业+主导企业”利用农业企业的主导效应和品牌效应，有效促进农业产业链模式升级[24]。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也为农业企业提供了新的金融业态[25]。在金融稳定性减弱、资源短缺、可能出现封锁和隔离限制的情况下，农业企业如果没有全面的自动化和数字化，就不可能盈利[26]。②数字化改变农业企业竞争格局，重塑商业模式，成为农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农业企业经济绩效受数字化创新能力、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化知识密度、宏观环境、微观环境等影响显著[27]。数字化转型影响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28]。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农业企业亲地行为，数字化还可以全方位提升农业企业的竞争优势，促进农业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29]。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商业模式
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本质是建立在数字要素基础上进行资源编排与动态演化，将数字要素应用于企业核心业务过程，以建设一种新商业模式为目标的高层次转型[18]。商业模式是一个架构模式，从价值三视角逻辑定义商业模式包括价值定义、价值创造与传递、价值捕获三个方面[30-31]。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对企业商业模式变革重构的过程，企业以数据要素为基础，合理进行资源分配，进行价值创造创新和改进价值获取方式，进而推动商业模式创新[32-33]。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转型逐渐实现以数字科技推动商业模式创新，以“硬实力”带动“软模式”，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商业模式的创新逐渐成为硬实力的重要形式[34]。
互联网对我国现代化农业产业链的商业模式解构正在发生[35]，农业物联网企业如何选择适应的商业模式，主要还是取决于该企业所面临的战略动机、资源要素、产业环境等内外部的价值因素与环境共同作用与相互影响[36]。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传统企业的工具跳板，数字化转型于企业而言，既是发展的趋势也是生存发展的保障。传统企业依靠企业动态能力协同整合平台，推进多边平台，逐渐实现数字平台商业模式创新[37]，农业企业不例外，农业企业如果没有全面路径规划和建立数字商业模式，数字化就不是有效的[26]。
总体而言，近年来，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相对比较完善，聚焦于以不同行业企业为对象开展研究，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相对较少。企业数字化转型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受多种前因因素的影响，目前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的影响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本质结果是以硬技术带动建设新的商业模式，农业企业也不例外。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缺乏对于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较为全面系统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落后于实践，其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研究缺乏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路径机制分析。因此，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多案例研究全面系统的探究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构建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TOE模型，其次，基于农业企业真实案例资料，将农业企业数字化过程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从要素协同和动态演进两个方面对其路径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研究设计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最早是20世纪60年代由学者Strauss等[38]提出，是一种较为科学的定性的研究方法，Glaser[39]进一步强调，扎根理论的分析同时关注对于社会事件过程的分析。其本质就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逻辑思维，进行归纳、演绎、比较与分析，可以建立新的理论或者改良现有理论[40]，螺旋式的提升概念和抽象层次，逐渐应用于管理学领域[41]，是一种从下而上进行概念之间联系构建的方法，最终上升至理论[42]，适合于横向和纵向的理论构建比较[43]。由于数字农业技术应用以及其包容性上存在差异，也为了避免文字冗长掩饰数字化转型本质进行清晰、动态的分析，因此本文采取扎根理论与演绎归纳法相结合，丰富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对案例进行研究分析时存在三级编码分析：开放性编码，将原始资料整理，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处理，将资料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主轴性编码，将范畴化的结果按照从属关系进行归纳分类，得到主范畴；选择性编码，根据主范畴及其从属范畴进行分析、理论模型构建，具体的扎根理论范式流程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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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扎根理论范式流程图
案例选择和数据收集
研究构建“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理论研究”，首先对数字化转型的农业企业进行案例界定，选择企业中明确提出数字化转型战略或搭建数字农业平台型企业，正在进行转型或者已经完成转型升级战略部署的大型领先农业企业，因此研究结合《2021年度农业产业化头部企业名单》与《2022年智慧农业企业TOP100榜单》以及文献案例企业。其次考虑到案例资料获取的可行性、典型代表性以及涉农企业主要经营活动的属性三个方面进行最终确定：①所选农业企业案例资料要具体详尽有效，顺应数字转型进行布局。②所选择的农业企业在所属细分行业要能够具有领先性，并在数字化转型上具有一定的成效代表性。③涉农企业范围较广，要求所选农业企业具有代表性、全面性，因此研究选取农业企业包含种植与畜牧（养殖）业两类大型农业企业，因此最终选择15家符合要求的农业企业。根据扎根理论比较分析的思想，进行建模和检验类别划分，涉及种植业共3个，2个为建模组，1个为检验组；畜牧（养殖）业共12个，8个为建模组，4个为检验组 ，共15家数字化转型的领先农业企业，见表1。所选择的案例资料主要来源如下：一手数据来源于企业咨询邮件访谈、网络引擎搜索、新闻稿件视频报道（每个案例至少两篇）、各农业企业调研报告等；二手数据来源于企业官网的动态、专家意见、各级政府政策文件、企业数字化转型书籍以及知网上关于农业数字化以及农业企业数字化的相关研究资料，一手数据资料和二手数据资料互为补充。
表1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案例分析
	行业
	农业企业
	案例用途

	种植业
	北大荒
	建模

	
	隆平高科
	建模

	
	佳沃集团
	检验

	畜牧（养殖）业
	大北农
	建模

	
	通威股份
	建模

	
	新希望
	检验

	
	海大集团
	检验

	
	牧原集团
	建模

	
	温氏股份
	建模

	
	唐人神
	检验

	
	中股股份
	建模

	
	正邦科技
	建模

	
	新五丰
	建模

	
	中牧股份
	建模

	
	顺鑫农业
	检验


   
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
对初始资料按照案例企业进行整理，原始资料共涉及14.6万字条，由于原始资料过多，同时应避免个体主观干扰影响[43]，因此采用Nvivo12软件进行整理步骤如下：①初始资料：将原始资料分解为独立的事件，将与数字化转型有关词句重点标注简化划分为单独节点；②贴标签：将单独的节点分析进行分类，归纳整理共61个子节点，编码为“a”；③概念化：将相同属性的子节点归类放于同一树节点之下，共30个树节点，编码为“A”；③范畴化：进行概念化比较聚类提炼，放置于新的树节点下，共提炼出18个范畴编码，编码为“AA”，受文字篇幅的限制，仅展现部分编码内容，见表2。
表2部分开放性编码资料范畴化
	初始资料（整理）
	贴标签
	概念化
	范畴化

	遥感技术（RS）、全球定位系统（GPS），5G通讯技术
	农田信息快速采集技术(a1)
	A1数字农业技术
	AA1数字农业技术

	数据库系统（DS），数字化图书馆（DL），地理信息系统（GIS），农业信息管理系统（MIS)
	农业信息储存、管理技术(a2)
	
	

	农业自动控制技术（AC），农业专家系统（ES），决策支持系统（DSS)
	农业信息应用技术(a3)
	
	

	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
	农业信息传播技术(a4)
	
	

	智能农机、智能农垦、农机定位耕种、AI除草、智能化环境控制系统、智能检测和诊断、智能节水灌溉、智能化精准施肥与施肥一体化系统……
	智能种植(a5)
	A2智能化与机械化农业技术
	

	全程电子溯源系统与应用程序、动物个体识别与诊断（二维码、射频识别(RFID)）、智能检测、智能仓储、环境智能监测……
	智能养殖(a6)
	
	

	OA系统、金蝶、用友等财务系统升级、企业远程协同办公、信息服务升级、吉客云OMS系统、智能流转销售订单系统、WMS系统、多平台订单统一管理、EBS、SRM、通威e采通、WMS……
	系统软件技术(a7)
	A3农企管理系统技术
	AA2经营管理技术

	农业电商 (农产品电商、生鲜电商每日优鲜、叮咚买菜、本来生活、农商1号、农一网、惠农网、农资电商)、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直播、农村电子商务、综合平台、网络品牌、村村乐、中农网、线上线下多渠道开放式营销、电商孵化基地…….
	网络销售方式(a8)
	A4农企网络销售工具
	

	“产学研”结合、研发数字化创新、科创基地、众创空间、高端协同创新平台……
	技术研发创新（a9）
	A5技术研发创新
	AA3数字技术创新

	智慧农业平台、涉农数据库、农业信息化管理平台、农业研发平台、育种研发平台、云养殖信息化平台、养户数字化协作服务平台、智慧大北农四大网络平台、转基因科研平台……
	农业大数据平台(a10)
	A7数字信息平台
	AA4数字技术融合

	OA办公系统平台、大数据分析平台、EAS 数据网络平台、数字交易服务平台、数据存储平台、智能物联平台、销售电商平台、 “种+粮”短链供应服务平台、饲料生产管理平台、生猪养殖管理平台、屠宰生产管理平台、鲜肉销售管理平台、农业增益系统等、在线学习平台……
	企业信息化平台(a11)
	
	

	信息服务体系、农业信息数据库、市场数字管控平台
	政府农业信息化平台(a12)
	
	

	………
	原始资料整理共分为a61个类属
	共30个概念化结果
	共18个范畴



主轴式编码（Axial coding）
主轴式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基础之上，对开放性编码所提出的副范畴依据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分析、归纳、修正，最终归纳到7个主范畴中，具体见表3。
表3主轴编码结果
	维度
	主范畴
	范畴化
	概念分类

	技术维度
	1数字技术应用
	AA1数字农业技术
	A1数字农业技术：农田信息快速采集技术(a1)农业信息储存、管理技术(a2)农业信息应用技术(a3)农业信息传播技术(a4)
A2智能化与机械化农业技术：智能种植(a5)智能养殖(a6)

	
	
	AA2经营管理技术
	A3农企管理系统技术：系统软件技术 (a7)
A4农企网络销售工具：网络销售方式(a8)
	

	
	2数字技术跃迁
	AA3数字技术创新
	A5技术研发创新：技术研发创新 (a9)
	

	
	
	AA4数字技术融合
	A6数字信息平台：农业大数据平台(a10)企业信息化平台(a11)政府农业信息化布台(a12)
	

	组织维度
	3组织基础要素
	AA5领导战略布局
	A7领导者精神：数字化认知(a13)、数字化参与度(a14)、数字化反应度(a15)
A8农业企业战略布局：数字农业布局(a16)、人力资源布局(a17)、营销市场
布局(a18)
A9农业企业战略定位：领导者CDO定位不清(a19) 、业务模式定位不清(a20)
	

	
	
	AA6数字知识密度
	A10数字化人才：农民数字技术匮乏(a21)经营管理人才(a22)研发创新人才(a23)数字服务化人才(a24)
	

	
	
	AA7农业融资能力
	A11农业融资能力：融资能力限制(a25)
	

	
	
	AA8经营主体规模
	A12涉农经营规模：劳动力规模(a26)、土地养殖规模(a27)
A13涉农市场规模：农产品产量规模(a28)、农产品营销规模(a29)
	

	
	
	AA9研发创新能力
	A14内核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研发(a30)
	

	
	4组织管理变革
	AA10业务数字化
	A15业务简单数字化：农业数据沉淀(a31)
A16业务流程数字化：涉农企业流程重构（a32）涉农企业信息交互(a33)
	

	
	
	
	
	

	
	
	AA11数字业务化
	A17数据产品化和商业化：数字资源服务(a34)数字知识服务(a35)数字能力服务(a36)
	

	环境维度
	5外部宏观环境
	AA12政策创新驱动
	A18政策制度驱动：中央政策(a37)、地方政策(a38)
	

	
	
	AA13外部不确定性
	A19经济环境：经济效益不佳(a39)
A20自然环境：疫情冲击(a40)、食品安全(a41)、低碳绿色循环(a42)
A21技术环境：绿色贸易壁垒(a43)
	

	
	6内部微观环境
	AA14行业竞争融合
	A22产业链竞争：市场产品竞争（a44）要素资源竞争(a45)
A23产业链融合：竞争资本再积累(a46)功能性资源整合(a47)
	

	
	
	
	
	

	
	
	AA15企业需求驱动
	A24消费端需求:消费需求升级（a48）农产品价格弹性(a49)
A25生产端需求：生产流通成本(a50)生产盲目跟风(a51)
	

	
	
	
	
	

	数字化转型
	7商业模式创新
	AA16价值创造
	A26降本增效提收：降低企业成本（a52）、提高农业生产端效率(53)、提高企业管理效率（a54）提高企业盈利(a55)
A27实现用户价值导向:满足客户端需求(a56)、农产品标准化(a57)
A28现代生态农业闭环：数字农业闭环(a58)、数字生态农业(a59)
	

	
	
	AA17价值交付
	A29价值主张：扩展产品附加价值(a60)
	

	
	
	AA18价值捕获
	A30价值捕获：捕获用户产品信息(a61)
	



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
根据主范畴之间的关联关系，更加深入的挖掘，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进而根据扎根理论各种因素之间复杂关系，根据“因素—结果”构建影响因素TOE模型，模型因素分为技术维度（Technology），组织维度（Organization），环境维度（Environment）三个维度，结果为数字化转型中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根据扎根理论主副范畴构建一个新的实质理论模型，见图2。
[image: ]
图2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TOE框架
理论饱和度检验
对随机选择的5家案例资料对应的范畴进行检验其饱和度，观察是否产生新的理论范畴和关系，将新出现的词条进行比较分析，见表4。结果发现：新的词条主要体现于技术维度，不同企业采取的技术层面应用名称与跃迁平台不一、技术采用包容性不一，但均包含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技术跃迁主范畴维度。将新出现的概念依次纳入主范畴中，对案例资料进行补充显示未出现新的范畴，故理论饱和。
表4理论饱和度检验编码结果
	主范畴
	范畴化
	概念化
	原始资料（整理）

	数字技术跃迁
	数字技术融合
	企业信息化平台
	办公管理和人力资源平台、金蝶云之家移动协同平台、虚拟化平台IaaS的云

	数字技术跃迁
	数字技术融合
	农业信息化平台
	智慧渔业管理平台

	内部微观环境
	企业创新驱动
	生产端需求
	季节性水产品需求、水产用工荒实情水产预制品个性化菜系研究

	数字技术应用
	数字技术应用
	智能养殖
	水产品溯源系统



模型阐释及路径机制分析
影响因素
技术维度
技术维度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技术跃迁两个方面。数字技术应用是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包括数字农业技术与经营管理技术两个节点。一方面，随着智能化和机械化技术逐渐完备，农业遥感（RS）、5G通讯等精准农业农田信息快速采集技术以及农业信息存储、管理、应用、传播技术发展，农业企业希望应用数字农业技术与经营管理技术推动精准种植、养殖，解决种植、养殖育种存在困境，提高企业效率和经营决策质量，数字技术应用主要贯穿于企业的生产端、经营端、销售端三个方面：①生产端：数字化农业技术与智能化与机械化技术逐渐成熟，广泛应用数字农业场景中，推动着农业精准化生产，同时也缩短育种生命周期；②经营端：数字办公系统逐渐升级增加了企业效率，驱动农业企业站在总体全局视角，使管理更加扁平化；③销售端：互联网、物联网等网络销售工具驱动农业企业改变销售策略，扩展销售渠道提高管理决策质量，推动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农村以及农业企业基础建设水平低、数字技术应用成本较高、数字技术包容性存在差异等因素制约，数字化技术成效往往无法立竿见影，投入产出比低，数字技术应用同时也制约着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技术跃迁是影响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包括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技术融合两个节点。以平台为主的数字技术创新与融合，具有更强的技术优势与市场生存能力，实现以一个或多个平台为基准点左右联通、向下兼容，逐渐倒逼取代已有技术进行颠覆性创新，推动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组织维度
组织维度主要是体现在组织基础要素和组织管理变革两个方面。组织基础要素包括领导战略布局、数字知识密度、农业融资能力、经营主体规模，研发创新能力五个节点。对于处于正处于探索期的农业企业而言，领导者的战略布局是影响数字化转型成功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组织内部往往受领导者精神、涉农企业战略布局、涉农企业战略定位等影响农业企业数字化布局以及过程方案实施。农业企业基础薄弱，数字化人才是数字化必备核心要素，农业企业缺乏新型农业农民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研发创新人才、数字服务化人才影响数字化转型升级。农业企业受农业弱质性以及抵押物等原因，农业企业融资普遍存在困境，融资渠道不畅通、融资能力差等制约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农田基础规模建设、畜牧养殖业工厂化养殖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规模化组织合作模式的发展，为数字化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创新研发能力是公司发展的关键要素，强调自主研发和体系化创新能力。组织管理变革包括数字业务化和业务数字化两个节点。两者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有效促进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部优势形成。业务数字化是组织内部数字化的初始阶段，僵硬的组织结构反向影响推动农业企业业务流程改变，改变原有业务模式进行业务数字化。同时积极扩展数据业务产品化和商业化，进行数字业务化创新延伸，进而推动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环境维度
环境维度主要体现在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环境两个方面。外部宏观环境体现在政策创新驱动和外部不确定性两个节点。政策创新驱动为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保障，随着数字经济规模化创新发展，数字乡村战略、乡村振兴、数字农业等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连续多年积极支持引导倾斜，政策创新驱动数据赋能农业，创新发展智慧农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外部不确定性倒逼农业企业转型升级，新冠肺炎冲击导致原材料短缺、生产流通不畅、产业链受阻等，农业自然灾害例如非洲猪瘟、灾害天气等，绿色低碳循环环境以及国际贸易绿色壁垒导致的外部竞争增加，对企业经济效益造成威胁，外部不确定性不断驱动着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内部微观环境包括在行业竞争融合与企业需求驱动两个节点。一方面，农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第一产业，市场前景广阔，农产品需求量大，同时农业产业化赋予了更多的空间和机会，不少跨界行业均想打开农业市场大门，占据先机优势进行资本再投资。科技企业与互联网龙头企业布局与传统涉农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功能性资源整合，例如与京东、阿里、腾讯、华为等合作打造云平台、智慧农业等。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农业企业进入从数量扩张到量与质并重发展的崭新阶段，农业企业大多数与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规模等要素直接相关，因此会出现同地区产业内企业集聚竞争以及不同区域产业差异化竞争，尤其是同一区域、同一行业、同一农业合作社模式在价格方面竞争，站在企业增值、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因此迫切的需要打造农业相关数字化，让产源、品质、价格等一览无余，也避免中间商赚取高额差价。同时目前农业企业加速壮大加上产品由高度同质化逐步开始差异化，使得企业之间产品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需要企业在面临此现状的情况下加速转型升级，占据资源竞争优势。
路径机制分析
研究基于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多案例扎根理论研究，归纳各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包括三个维度六个主范畴。企业数字能力的构建是在资源基础之上进行资源编排和动态演化中进行的[7]，二者之间相互补充，对应横向交融和纵向演进的关系，横向交融是指要素之间相互协同，纵向演进是指纵向动态演进[44]，最终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基于此，研究沉浸于农业企业真实案例资料，将农业企业数字化过程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而从横向要素协同和纵向动态演进两个方面探究领先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共同路径机制，具体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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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路径机制图
要素协同路径机制
（1）技术驱动组织环境协同型
[image: ]
图4技术驱动组织环境协同型路径
在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环境的影响下，部分农业企业有意在组织业务、运营等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开展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的发展包括精准农业技术、经营管理技术为传统生产、经营、销售为主的农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技术驱动型更多的为种植业企业，具体路径见图4。具体细分为两种路径，①以数字技术应用为基础，依靠数字技术布局生产、销售两端，生产端实现智能化和数字化，销售端实现网络化和数字化，有效赋能传统农业企业数据要素。随着数字技术逐渐叠加，依靠数字平台进行跃迁改善数字技术制约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协同技术、环境要素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的数字化转型。②以数字技术跃迁为基础，传统农业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影响效果远远不如数字技术跃迁所造成的影响效果大，因此，部分农业企业依靠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以平台化的跃迁为主，左右扩展、向下兼容，进行颠覆式创新，实现生产流程、销售模式数字化改造，转变原有商业模式，赋能新商业模式，推进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2）组织驱动技术环境协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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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组织驱动技术环境协同型路径
在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环境的影响下，部分农业企业例如畜牧（养殖）业企业的信息化水平、集约化程度相比较于种植业企业外部条件较好，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在企业自身发展势头良好的情况下，为平衡企业环境与技术资源，组织驱动数字化转型成为引导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组织驱动型更多的为畜牧（养殖）业，具体路径见图5。组织基础要素中企业的领导战略布局是数字化转型的前置驱动条件，组织中数字知识密度、农业融资能力、经营主体规模等是基础要素，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聚焦于战略层面，发挥战略层面对其他各项资源要素配置的引导作用，企业的业务模式、运营模式等以正确的战略为牵引进行适配性调整，初步实现部分业务的协同管控，促进业务的高效运营，不断对业务流程的梳理和优化，实现业务数字化和数字业务化，构建完善的经营管理体系，协同技术与环境要素，赋能传统农业企业管理模式变革，推进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3）环境驱动技术组织协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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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环境驱动技术组织协同型
传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受技术和组织自身资源限制，数字化转型难以产生较好的成效，更多的依靠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环境相互驱动传统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环境驱动型占据大部分，涉及种植业和畜牧（养殖）业企业，具体路径见图6。政策创新驱动和外部不确定性构成外部宏观环境，行业竞争融合与企业需求驱动构成内部微观环境，受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环境交互影响，原有的商业模式无法满足现阶段的发展需求，企业被迫进行转型升级。在外部不确定性和企业需求驱动的激烈影响之下，部分农业企业把握转型机遇，依靠外部政策引导做好转型的技术和组织基础要素储备，依靠行业竞争与融合以互联网龙头企业和科技企业为主跨界布局数字农业，实现技术跃迁和管理变革，最终实现商业模式变革，推进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动态演进路径机制 
（1）试点：局部试点、补短优化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企业具备扎实基础，针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开始处于摸索状态，研究发现部分农业企业从生产端、经营端、销售端局部端试点开始逐步推进，补齐企业短板、局部优化，在保持原有经营基础上开展数字化转型，降低转型风险。①生产端：主要体现于对于数字技术的应用成效上。企业开启农业规模化、集约化试点，搭建数字农牧场试点，对短期内是数字技术的应用效果进行衡量，主要体现在效率和成本上。②经营端：管理者边界有限，为避免人人均为理想数据分析者所造成的决策失误，独立于各部门外搭建数字管理分析小组试点。同时对于领导者布局、资金、数字化人才、研发能力等组织基础要素进行补短、优化。优化数字化战略布局，弥补资金短板，对数字化人才进行培养，例如开展农业技术服务推广、农户会、内部员工培训、经营管理者培训、营销策略推广等主张在活动中培养数字化人才，同时增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提高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竞争力也为跨界并购合作提供条件。③销售端：随着互联网发展，部分农业企业为扩展经营绩效，首先进行销售端网络试点，改变原有批发、商超、餐饮、专卖店等形式，借助互联网电商、农产品直播、B2B、C2C等跨界方式销售。
（2）扩展：平台扩展、跃迁变革
在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要素，积累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后，企业开始试图把各环节的资源连接，利用多平台化扩展，实现技术跃迁与组织变革。农业企业各环节之间互联互通不畅、形成断点，对全局无法掌握，为了将环节联接，农业企业借助于多平台终端，依靠平台进行整合联接。农业企业的平台搭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自主研发平台，另一方面是外部合作平台。由于农业行业内缺乏对于整体解决方案设计的能力，因此在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大部分是依靠外部第三方建立数据中台。例如：北大荒与中国移动建立的无人农机管控平台，与吉客云合作加快“和农场”与“优服优品”销售平台建设；新五丰携手阿里巴巴大企业采购平台；温氏股份借助云之家搭建共享化组织管理平台，养户数字化协作服务平台等；隆平高科与华为云搭建大数据育种平台等等。
（3）整合：资源整合、数字农业
要素维度都将源源不断向农业企业集聚，依靠农业企业动态能力激活数据、沉淀数据、升级数据，进行变革重构，在多平台基础之上创新联接，将其赋能汇集于一个平台终端，推动建成一体化供应协同网络，实现用户价值导向，增加产品附加价值，创新捕获用户产品信息，实现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大部分农业企业均有意打造数字农业闭环，实现真正的数字化转型，但目前仍存在距离。例如大北农整合“四网”平台建立网络平台生态系统，有意打造“智慧大北农”生态圈；温氏股份成立企业大数据信息化管理中心，将平台整合；北大荒2020年成立了现代农业服务集团，将生产端各平台结合管理；牧原股份打造生产管理、智慧物流、物联网平台、食品安全等等一体化集成的智能化平台，打造全产业链模式等。农业企业试图以一个平台为终端，整合各方资源，增强数字包容性，实现以农业企业为核心的数字农业闭环，最终真正实现数字化转型。
研究结论
首先，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对领先农业企业多案例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技术维度包括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技术跃迁；组织维度包括组织基础要素和组织跃迁，环境维度包括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环境，共三个维度六大类属，同时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分析，构建TOE模型。其次，沉浸于农业企业真实案例，将数字化转型过程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分为从横向要素协同和纵向动态演进两个方面归纳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机制，案例横向比较发现，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大致分为技术驱动组织环境协同型、组织驱动技术环境协同型、环境驱动技术组织协同型；案例纵向比较发现：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大致经历了试点、扩展、整合三个阶段。试点阶段：进行局部试点，补短优化；扩展阶段：依托平台扩展跃迁变革；整合阶段：进行整合资源，打造数字农业，真正实现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通过扎根理论和多案例分析结合构建了定性的理论模型，描述了各因素对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弥补了农业企业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研究方法及案例单一的局限性。其次，结合案例研究从要素协同和动态演进总结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路径机制，为其他正在处于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农业企业提供借鉴经验和指引。最后，以农业企业为核心，发挥农业企业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带动上下游全产业链协同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数字化转型。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①本文基于定性的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未来可以构建更加成熟的量表，定量研究各影响因素和数字化转型成效，同时也可结合QCA方法对各要素协同主导路径进行细分；②对于数字化转型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除了价值三角度视角还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究；③资源编排和动态演化往往是一个重复长期的过程，不是简单直线上升的，呈现螺旋式曲折前进的，对此有待进一步更深层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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